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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從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到後華盛頓共識(Post- Washington Consensus)
經濟發展的幻覺
Introduction
自從McNamara主席開始，世界銀行渴望在經濟發展的知識和政策上居於領導的地位。世界銀行的觸角也隨著更廣闊的環境，而延伸到很多地方。
1980年代結合了銀行的角色，到了1990年代早期，更在外援領域(aid regime)居於領導的地位。1989年，John Williamson提出了華盛頓共識。不過這是一個過度簡單化的政策建議，因此在之後飽受批評。
世界銀行正視此問題。發表演說，表示在遵循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下，將經濟發展焦點從穩定性(stabilization)和結構調整(structural adjustment)移轉到關心環境、注意政府、機構改革等。這種趨勢，終於在1990年代晚期形成了一個綜合的經濟發展原則，稱之為後華盛頓共識(Post- Washington Consensus)。
經濟發展又再一次變成一個很廣闊的過程(broader process)，在McNamara年代引起迴響。
本章節主要是要說明世界銀行在過去的30年，如何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並且說明著重在哪些經濟議題上。
From Poverty to Structural Adjustment
在前二十年的外援(1950s~1960s)，主要的目標是增加接受者的經濟成長率。因為相信有下降效果(trickle down)：經濟成長的利益，會擴散到社會中的所有成員，包括貧窮者。所以對減經貧窮並沒有直接額外的關注，預期會透過經濟成長的結果來達到減輕貧窮。在此期間，世界銀行有超過60%的錢借予興建基礎建設，像是通訊、能源、運輸等。
在1960年代晚期，發現下降效果是失敗的。此時才開始大量增加關心貧窮議題。聯合國大會(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贊同聯合國第二個發展十年(Second Development Decade)的策略。將經濟發展焦點從追求經濟成長率回歸到滿足人類最基本的需求。(United Nations 1973)。在同時，世界銀行新上任的主席Robert McNamara，非常認同此新觀念，於是將改善貧窮列為發展計畫的最重要目標。在McNamara為主席期間，可以看到世界銀行在借款方面有接近四倍的成長。(McNamara 1981b)重新定義了發展合作，並且加強了貧窮的部份。(McNamara 1981a)從更廣闊的視野來看經濟成長的組成。這些改變，顯著的提升了世界銀行在發展的名望和地位。雖然說接下來的十年，有了更重要的發展。
1973年，McNamara在奈洛比召開的世界銀行年會上發表演說，陳述他對減輕貧窮的綱要。(McNamara 1981b)注重農村的發展，借錢給佃農成為最主要的減輕貧窮政策。貧窮的特徵：1.農村盛行，大部分的人皆從事農業2.主要都是佃農，被別人僱用3.缺少自己擁有的資本(例如：土地)。所以減輕貧窮的策略包括：1.鼓勵多使用勞動密集的產品2.移轉對佃農的歧視3.拿出政府支出幫助佃農。這是一份結合財政系統減輕貧窮的策略。

在1970年代晚期，世界銀行借款給貧窮(poverty lending)的部份成長了30%，並且借款作為基礎建設的部分下降了30%(World Bank1980)。在poverty lending上，借款給佃農占了55%；自來水供給和排水系統占了25%；其他貧窮城市的借款則占了10%。接下來是跟人類資源投資有關的部份，主要包括學校、健康、補給品和人口，一共占了7%。
世界銀行在McNamara年代，另一項特色是關心市場和私人所有權的聯繫。
這十年的轉折使發展有劇烈的變化，可以從事件集看出：第二次石油危機促使石油價格升高，利率也跟著升高，然後右翼政府對經濟暨發展組織(OECD)會員國產生了力量。要幫助最後的政策敵對，和以前在開發中國家急劇增加的財政需求。因此，世界銀行內部考慮將借款計畫的有限影響超越政策面。
在1980年，世界銀行開始為了結構調整(structural adjustment)這個目的而借款。在此計劃下，借出的款項：1.對於借款的國家的發展政策和政策改善，必須促進對話(promote dialogue)。2.對於財務政策的改革提供直接的協助，並且維持一段時間。3.不能跟特別的投資計畫有所聯結。世界銀行的財政原本是受限於特別的投資計畫，現在國際收支則可以不受限制了。不過，這也削弱了借款國家的產能，阻礙他們建立自己的發展計畫。因此在債務危機的背景下(1982)，世界銀行讓資金移動更快速。(Pereira1995;Gwin1997)
世界銀行的領導核心為右翼後，為了調和原先的敵對成為發展合作，使借款政策更容易借出款項。之後在1981年，Berg Report指出非洲惡化、不景氣的經濟環境，是因為政府政策的不當干預。最嚴重的傷害是1.對產業的過度保護(over-protection)，包括產業價格、稅率和匯率制度。2.發展計畫的過度延伸(over-extension)，像是保護當地利率、城市的消費者和生產者、半國營產業的員工等。資本效果對於出口績效逐漸降低，特別是農業出口。
Berg Report建議：1.農產品的價格回歸到由匯率可自由調整的市場決定。2.農作物銷售和投入開放給私營企業。3.重新建構農業推展和研究服務。Berg Report基本上贊同價格系統的優良的角色，和從私人所有權得到的再建立，隨後的架構調整的計畫。 
在1980年代早期，可以看到因為外援計劃，貧窮消失了，總體經濟的不平衡成為新的問題。經濟發展縮小，課稅的條件急遽增加。當時採行的是布列敦森林制度(Bretton Woods System)，採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
Policy-based Lending and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在1980年代中期，布列敦森林(Bretton Woods)機構提倡的經濟管理是結構調整和穩定性計畫。世界銀行和IMF在此條件下改善經濟政策，目標是消除所有妨礙達到完美市場(perfect market)下的最適成長路徑。(Williamson 1990)提出Washington Consensus，裡頭建議為了穩定經濟要控制貨幣供給、使用供給面的控制措施、提升私人企業的活動。
所謂「華盛頓共識」係由英國經濟學家、華盛頓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國際貨幣基金顧問John Williamson於1989年在其《拉美政策改革的進展》一書中整理出他認為當時華盛頓的政策圈（包括美國政府、國際經濟組織如IMF或主流智庫）主張拉丁美洲國家應採取的經濟改革措施，其中包括十大共識：
· Fiscal discipline. 
· Public expenditure redirection (redirect government expenditures toward such as health、education、and infrastructure). 

· Tax reform (to lower marginal rates and broaden the tax base).
· Interest rate liberalization. 
· A competitive exchange rate.
· Trade liberalization. 
· Liberalization of FDI. 
· Privatization. 
· Deregulation (impede the entry of new firms or restrict competition were to be abolished). 

· Secure property rights. 

內容包括的十點改革如下：遵守財政紀律、重新安排公共支出的優先順序、稅制改革、金融自由化、競爭性匯率、貿易自由化、開放國外直接投資、國有企業民營化、解除管理(廢止阻礙新廠商進入的法規)和確立財產所有權，這十條被稱為「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宣言」。
世界銀行原本的結構調整計畫(SAPs)，主要是著重於經濟的供給面；IMF則是致力於需求面的穩定計畫。從此開始兩個機構開始著眼於不同領域：IMF關心貨幣供給、預算赤字和匯率；世界銀行關心經濟的自由化，為了消除市場程序的扭曲，並且要克服匯率對投資的限制，使成長具體化。
1980年代晚期，世界銀行對通貨膨漲和國際收支帳的調整計劃，包含了績效條件。新的目標是：財政政策首要注重的是降低通膨；利用實質匯率改善經常帳；貨幣政策部份，要以外匯存底的形式增加額外的收支。

Policy-based lending在1980年期間有很顯著的成長。世界銀行的結構調整借款(structural adjustment lending; SAL)擴充成部門調整借款(sectoral adjustment lending; SECAL)。目的是要改善政策，並且允許借款花費得更快。

在1980-90期間，世界銀行分配他的有限資源給多個部門如下：貿易15%，產業7%，能源5%，農業18%，社會部門1%，財務部門8%，公共機構8%，公共事業改制13%，財政17%，貨幣1%，匯率2%，工資1%。
華盛頓共識是在完美市場下才成立的理論。Arrow-Debreu的一般均衡理論指出，在沒有外部性、公共財、自然獨占下，競爭市場才會產生社會福利最大化(Pareto-efficient)的結果。

From Structural Adjustment to Institutions and Poverty: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Expands
世界銀行的報告指出，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必須承認，經濟成長並不能解決貧困。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IMF強加的政策條件往往過於狹窄地集中在農產品價格自由化這一點上，而政策有效施行的先決條件卻沒有引起足夠重視。例如：1.投入和產出機制。2.信用可獲得性和基礎設施(尤其是公路)。3.對靜態比較優勢的過分堅持導致了「組合謬誤(fallacy of composition) 」：一個國家擴大出口能獲益，但許多國家都增加出口隻會導致價格的崩潰。4.金融部門的改革也過多著眼於讓市場決定利率，這其實導致了長期的高利率，但信用可獲得性並未得到改善。所以必須轉移注意力到社會議題上。1990年，World Development Report將貧窮放回了議程當中。產生了三項策略：1.讓貧窮國有機會使用他們豐富的資產、勞力2.加強勞工的品質3.充分利用產能
1996年Williamson在泛美銀行年會上對「華盛頓共識」做了以下的補充。一、政府必須建立更穩定和專業化的機構，特別是獨立的中央銀行、強有力的預算部門和獨立廉潔的司法部門。二、儘管政府應少干預，但需增加在社會領域，如健康方面的公共支出。三、由於教育對長期經濟發展所需的人力資源有決定性影響，故應優先增加支出。四、鑑於墨西哥的金融危機，必須強化金融監管。五、由於拉美各國財政並無明顯改善故須恢復財政紀律增加儲蓄。六、開徵土地稅。七、保持競爭性匯率，排除固定匯率或將當作名義錨。八、繼續區域內貿易自由化。九、透過民營化和自由化建立競爭性市場經濟。十、重新界定產權並使整個社會都可能獲得產權。這新十條稱為「修改華盛頓共識」。綜觀其演變，新自由主義包含了意識形態、經濟理論、經濟政策和經濟改革等四個層面。
The Post- Washington Consensus
然根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前世界銀行副總裁史迪格利次(Joseph E. Stiglitz)的看法，華盛頓共識「往好裡說，它是不完整的；往壞裡說，它是誤導的。」市場回歸自由競爭固然帶來經濟成長，但政治上的腐敗無能卻造成更嚴重的分配問題。以南美的玻利維亞為例，生活在貧窮狀況(一天只獲1美元為標準)的人數在1970年僅約1萬人，1980年為36萬人，至1998年更陡升為189萬人。因此拉美學者將之稱為「無發展的成長」。
遵從華盛頓共識的國家危機連連，連被IMF評為A+等級的阿根廷也未幸免於難。除此之外，這些國家的問題堆積如山：腐敗與私有化糾纏在一起，任壟斷力量發展的自然壟斷部門的價格高居不下。更重要的是，發展的目標不應是純粹的GDP增加，而是生活水準的可持續提高以及民主的、公平的發展。

較早的發展理論認為，發展國家與缺少發展的國家(less development countries）的差距主要是因為資源差異。這也是為什麼“銀行”被置於推動世界發展的核心，因為銀行方便了資源的獲取。因此，華盛頓共識的確是一個進步。因為世界銀行和IMF的創建，本身就是對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的承認。如果新古典的模型真的正確的話，資本短缺會表現為高回報率，並且私人市場會保証資本從充裕的發達工業國流向貧乏的發展中國家。但直到世界銀行的創建，這種流動仍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全球金融危機之前的90年代中期，資金也是以有限的投資種類流向有限的幾個國家。許多國家都面臨信用約束（credit constraints）。
當華盛頓共識的所有這些「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附加都遭致失敗時，一個新的改革層面被引入了：必須超越項目和政策，而關注制度，包括公共機構及其治理。我們稱之為後華盛頓共識(Post- Washington Consensus )。(Stiglitz 1998)
The Post- Washington Consensus: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後華盛頓共識是世界銀行目前的外援政策，也是發展的智慧。不過後華盛頓共識並不是絕對的。

後華盛頓共識還有其他一些元素：

一、僅僅局限在華盛頓的框架內是不會出現成功的發展策略的。需要以重要的和實質性的方式吸納發展中國家參與發展策略的制定和討論。
二、“一刀切”的政策注定要失敗。在一個國家有效的政策用到另外國家未必管用。事實上，即便沒有追隨華盛頓共識的東亞經濟的成功與追隨華盛頓的那些失敗國家之間對比日益明顯，還是不能“一刀切”地認為東亞成功就一定是普遍經驗。問題依然是，政策被移到其他國家時，它們在何種程度上能夠運轉良好。
三、經濟科學尚未提供足夠的理論依據和經驗證據，以就特定領域的政策達成廣泛共識。對反對為特殊利益集團服務的“過度保護主義”有一個廣泛的共識：但關於迅速自由化會加快經濟增長卻沒有一個共識，尤其是在高失業率的國家裡。也許迅速自由化會導致更高的失業率。有種觀點認為自由化可以讓資源從生產率低下的受保護部門流向生產率高的出口部門，但只要還有足夠的未利用資源可供利用，這種觀點就讓人難以置信。在諸如此類的情況下，有種共識正在浮現：各個國家可以自己試驗，自己判斷，去探索最適合自己的發展策略。
心得：華盛頓共識將經濟成長想得過於簡單了，以至於之後遭受到一連串的批評。之後當有經濟危機發生時，就有學者不斷的尋求改進，針對華盛頓共識不足的地方加以補充。不過後來學者們恍然大悟，跳脫以往的窠臼，轉而關注制度面，包括公共治理、機構管理，稱之為後華盛頓共識。不過後華盛頓共識也不是絕對的經濟發展原則，每個國家因為地理環境、自然資源、政治制度等的不同，都應該有自己最適的經濟成長方式。台灣也應該針對我們目前的情況，急思什麼是最適合台灣的經濟發展原則，藍綠對決一點幫助也沒有。
